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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佛教诸宗派在福建的传布初探

王荣国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成熟，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慈恩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等中国式的佛教宗派。由于隋唐统治者的倡导与扶持，佛教各宗派在全国各地流行。本文要探讨的是，这些宗派在福建的传布。现谨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天台宗  天台宗是隋代高僧智顗（538~597年）在前人研究《法华经》成就的基础上创立的。因以《法华经》为依据的主要经典，故又称“法华宗”。智顗晚年在浙江天台山讲经说法，门下学者云集。
浙闽毗邻，智顗的讲经说法对福建的影响，可谓近水楼台，天台宗传入闽中具备地理优势。据《续高僧传》载：智顗返回天台山讲经是“化移海岸，法政欧闽”​[1]​。这里的“欧”同“瓯”即“东瓯”指浙江南部；“闽”，指福建。说明智顗在天台山讲经，法被浙闽，对闽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吸引闽人前往受学。如同上书载：“释智晞，俗姓陈氏，颖川人。先世因宦流寓，家于闽越（按：‘闽越’指‘福建’），晞童稚不群，幼怀物外……誓出尘劳，访寻胜境。伏闻智者抗志台山，安禅佛陇，警训迷途、为世津导。丹诚驰仰，远泛沧波，年登二十，始获从愿。”​[2]​唐代天台山作为中国天台宗的根本道场，仍是有志于习天台法门者的向往之地，当然也包括闽人在内；如《佛祖统纪》载：物外，俗姓杨，闽之侯官人，从天台宗第十一祖至行尊者广修习止观，​[3]​成为广修的上首弟子。​[4]​，光启元年（885年）圆寂，被尊为天台宗十二祖“正定尊者”。智晞与物外出家天台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台宗在闽中的影响与流行。
另据福建地方志载，唐代福建出现了一些直接以“法华”命名的寺院，如：闽县“东山圣泉院……寺旧名‘法华’。先天二年（713年）立今额”​[5]​。惠安县“宣妙寺……唐天宝间名‘法华’，宋治平间改今名”​[6]​。晋江县“布金院……旧名‘法华’，唐季更今名”​[7]​。又晋江县“旧法华院，不知昉于何人”​[8]​。因与五代建的新法华院区别，而称旧法华院。这些直接以天台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法华经》命名的寺院，一般地说，当其初创立时都是天台宗的道场。当然也有些不是以“法华”命名的寺院在隋唐某一时期也传布法华宗，如莆田灵岩寺等。
就僧人而言，据唐黄滔《莆山灵岩寺碑铭》记载：灵岩寺（即今莆田广化寺）僧志彦于景云二年(711年)进宫向睿宗皇帝进言：“所居寺之自，复有僧无际持《妙法莲花经》，感石上涌白泉。僧殁而泉变清焉，遂膺敕额为‘灵岩寺’。”​[9]​有关无际修持《妙法莲花经》（即《法华经》的年代，上述《碑铭》没有明确记载，但据志彦向睿宗进言的史实推断，当在隋末唐初。这表明莆田广化寺在当时曾一度是天台宗道场。又《宋高僧传》载：唐时福州有“智恒继居法华院，即怀一弟子也。道行与师相埒”​[10]​。怀一师承扬州龙兴寺法慎律师，而法慎是以律为本，兼修天台止观。怀一、智恒亦当是律宗与天台宗兼修。既然他居法华院，说明他亦在传播天台宗。同上书又载：唐福州爱同寺怀道“洎至德二年（757年），令弟子僧常持《法华经》，不舍昼夜。俄有白氎袈裟一领(P.110)降于塔中，不知其来。此盖道修炼之心感于冥理也”​[11]​。这与上述无际“感石涌白泉”虽均属无稽之谈，但编造此类传说无非说明其修持之刻苦，功力之高深。据《三山志》记载，爱同寺属律寺，怀道与怀一都是律师且相继居爱同寺。​[12]​有关怀道令弟子僧常修持《法华经》的记载，说明怀道与僧常师徒也是以律为本，兼修天台宗的。
显然，隋末至有唐一代，天台宗在福建流行，而无际则是已知有法名可考的在闽中传法的天台宗高僧。在福建境外传法的闽籍天台宗僧人更是不乏高僧大德，如物外正定尊者被尊为天台宗第十二代祖师。
华严宗  华严宗因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是《华严经》，故名。此宗创于唐初的杜顺，到法藏(643~712年)才真正完成这一宗派的理论体系。因武则天尊法藏为“贤首大师”，故又称“贤首宗”。由于武则天的支持，华严宗在全国大为流行，福建亦不例外。据记载：侯官神光寺内有华严岩，“大足中（701年）有僧持《华严经》于此”​[13]​，故名。《三山志》载：福州鼓山“建中四年（783年），龙见于山之灵源洞，从事裴胄曰：‘神物所蟠，宜寺以镇之’，后有僧灵峤诛茅为台，诵《华严经》，龙不为害，因号‘华严台’”​[14]​。《鼓山志》载，灵峤入山“诵《华严》于潭之旁，龙出听法，遂移去，因奏建华严寺”。​[15]​笔者以为，“华严台”与“华严寺”，二者仅仅是名称不同，实则一也。但从名称的差异中可看出其规模不大。会昌法难，华严寺沦为废墟。长乐县竹林寺，建于大中十一年（857年），有庵院“三十六所，皆唐末同兴”。其中有华严寺。​[16]​松溪县华严寺“咸通八年（867年）建”。​[17]​这些以《华严经》命名的唐代寺院，无疑是华严宗的道场。
就僧人而言，史籍记载中有法名可考的，除上述鼓山的灵峤外，尚有元表、行标等，据《三山志》载：宁德支提山，“昔则天朝有僧号元表……以花榈木函二只，盛新《华严经》八十卷，躬自赍荷来寻兹山，乃卜石窟而居”。​[18]​《宋高僧传·元表传》说他是高丽国人，天宝间来华，负《华严经》至支提山。​[19]​《支提山志·元表传》云：“元表法师，高丽僧也，则天朝居那罗岩，以榈木函《华严经》，朝夕奉诵……”，​[20]​基本上是兼采《三山志》与《宋高僧传》所载。关于元表来支提山的年代记载虽有出入，但唐代元表在支提山石室修持《华严经》是不容置疑的。有关唐代华严宗高僧在闽传法的记载，最详者首推唐黄滔《华岩寺开山始祖碑铭》。《碑铭》载：行标，俗姓方，莆田人，九岁投莆田玉涧寺出家，21岁落发。后北游抵京，受戒品于荐福寺。又“诣章教大师法会，章教奇之，令首其众，凡十年。士君子之造者无不耸慕，寻为功德，使推入道场，宪宗善之”。元和十一年(816年)，行标回莆田玉涧寺，“法雨随车，慈云被物”。会昌法难时，“晦迹樵客，庐于西岩石室”。宣宗即位，复兴佛教，因刺史琅琊王之请，“舍于郡开元寺（即泉州开元寺）俾为监领”。大中六年（852年），行标七十二高龄“乞归故山”，卜居玉涧寺之北岩。莆田县令甄宿与士庶为之“共隆兰若（按，即华严院）”，“争沐醍醐”。又因刺史薛公迎请，再往泉州开元寺，“日扣华严大义，几忘食寝”。后返莆田北岩，咸通六年（865年）圆寂。行标自京师返闽至圆寂近40年，于泉州、莆田两地传布华严宗教义，晚年又于莆田创华严院。后因其徒从绍之请，朝廷“升其院为华严寺”，尊行标为莆田华严寺“开山始祖”。“有徒三十人皆肃肃可观”，“弟子道光、道圆、令询悉器，传师道”。​[21]​
显然，华严宗于武则天时就在福建传布，虽经会昌法难的冲击，但从大中年间起又有复苏。就流行的区域而言，尤以福州、泉州、莆田一带为盛，灵峤、元表、行标是福建境内传法的华严宗名僧。
唯识宗  唯识宗是唐玄奘法师依据《成唯识论》开创的。其弟子窥基在长安慈恩寺著述讲(P.111)学，完成唯识宗的理论体系，故又称“慈恩宗”。又因这一宗派依《解深密经》说明诸法事相，故又名“法相宗”。虽然唯识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成唯识论》深奥难懂，但由于唐太宗对玄奘及其弟子译经传教极力支持，唯识宗在唐代盛行一时。福建也有这一宗派僧人传法，如《泉州开元寺志》载：僧叔端，俗姓陈，仙游人，出家受具足戒后，“出游吴越，遍习诸经。教海源底，靡不洞达”​[22]​。毫无疑问，其中也包括精通唯识宗一派的理论。乾符中（874~879年）归隐山中十载，因泉州刺史王延彬之请出山，住泉州清凉精舍。后晋江人释道昭从叔端“学上生、唯识，悉臻其奥”。所谓“唯识”即《成唯识论》，所谓“上生”即《弥勒上生经》，唐代唯识宗僧人基本上都兼修《弥勒上生经》。道昭对《成唯识论》很有研究，“注《成唯识论》凡八十卷”​[23]​，“号‘惟识大师’”。​[2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闽中唯识宗僧人的唯识学水准。
律宗  律宗是研习与传持戒律的宗派。印度佛教律典传入中国的有《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低律》、《五分律》，皆属小乘律。南北朝开始出现以大乘教义来阐释小乘律典的佛教律学研究潮流。唐代，终南山的道宣（596～667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立“南山律宗”，与此差不多同时，相州日光寺法砺（569～635年）开创律宗的“相部宗”，西太原寺东塔的怀素（625～698年）开创律宗的“东塔宗”。由于各派佛教徒都必须持戒，所以律宗创立后相当流行，福建也不例外。史籍记载中，有法名可考的律师如：长溪建善寺的法恒，​[25]​莆田玉涧寺的庆玄，​[26]​灵岩寺的志彦，​[27]​泉州开元寺的弘则，​[28]​福州开元寺的宣一，​[29]​大乘寺、爱同寺神龙年间（705～706年）的怀道、怀一等。​[30]​值得一提的是志彦、宣一、怀一。志彦擅长《四分律》，景云二年（711年）被征入宫，“背文讲《四分律》”，​[31]​足见志彦律学造诣之深。而宣一、怀一都出自扬州龙兴寺法慎律师门下，为其上首弟子。​[32]​法慎是律宗“东塔宗”创立者怀素最著名的弟子，​[33]​所以宣一、怀一即怀素的再传弟子。宣一，怀一活动于福州，据此可知当时福州一带流行“东塔宗”。
开坛传戒最能反映一个地方律宗的整体状况。因开坛传戒关键在要有传戒师、揭摩师、教授师与七证明师（即“三师七证”）。据记载，福建在唐中后期开坛传戒频繁，如：元和十二年（817年），浦城县乾元寺置兜率坛传戒，​[34]​大中四年（850年），长溪建善寺开坛度僧30人。王审知于光化二年（899年）在怀安乾元寺置戒坛度僧；天复二年（902年），移于福州开元寺度僧3000人。​[35]​广明年间（880年），王审知在福唐（今福清市）置坛，请泉州开元寺释宣一临坛，“得戒者三千人”。​[36]​乾宁初年（894～895年），泉州刺史王审邽以泉州开元寺僧释弘则“秉戒坛事度僧”。​[37]​
显然，律宗在唐代福建颇为流行，无论是闽北浦城、闽东霞浦、闽城福州，还是闽南泉州都开坛度僧，而以福州为盛，律宗名僧济济。
净土宗  净土宗是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观无量寿经》为依据，提倡观佛、念佛以求往生阿弥陀净土为终极目标。此宗源于东晋慧远在庐山结白莲社念佛，故又称“莲宗”。尔后，又有许多和尚相继提倡，到唐代善导（613~681年）才真正建立其理论体系。净土宗修行简单便捷，成了唐代最流行的佛教宗派之一。唐代福建也曾如此。唐黄滔《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载：“垂拱二年（686年），郡儒黄守恭宅桑树吐白莲花，舍为莲花道场。”，​[38]​而《泉州开元寺志》的记载：对“桑树吐白莲”的传说极力附会，添枝加叶，​[39]​但基本上没有背离黄滔的《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上述传说实际上是当时创立寺院的僧人为了美化自己的宗派，以吸引更多的信徒而编造的。白莲花是净土的象征，桑树吐白莲花，因而舍为“莲花道场”，表明泉州开元寺在其初创时是净土道场。
史籍明确记载的唐代福建净土宗的寺院还有：闽县“东禅院……（梁大同）五年（539年），(P.112)州人郑昭勇捐宅为之。……旧名‘净土’，唐武宗废为白马庙，咸通十年（869年）……观察使李景温因撤祠为寺，号‘东禅净土”，。​[40]​可见东禅院在唐会昌年间之前名“净土”院（或寺）。怀安县莲花院、白莲院均创于唐大顺二年（891年）。​[41]​以“净土”命名的寺院无疑是净土宗的寺院，而以“白莲”、“莲花”命名的寺院，应该说也是净土宗即莲宗的产物。
净土宗不但鼓吹信徒修净土法门、观佛、念佛，而且鼓吹在家信徒大修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等，死后同样能被接引往生西方极乐净土。​[42]​在其思想影响下，唐代造寺塔、佛像成风，福建也不乏此类举动。如福建观察使柳冕于贞元十五年(799年)在乌石山造“无垢净光塔”。唐庾承宣《无垢净光塔铭并序》云：“报君莫大于崇福。崇福莫大于树善。树善莫大于佛教，教之本，其在浮图□□□……于是会释徒，谋建置，作为浮图，以塔名之……上以资大君无疆之福，下以遂众生□□□□□□□□□亦至矣。”​[43]​尽管《塔铭》残缺，但仍能看出柳冕造此塔是为唐德宗李适祝寿祈福。此塔后毁，现存“无垢净光塔碑”。
王审知任威武军节度使后也热衷造塔。天复元年（901年），于福州开元寺建寿山塔。关于造此塔的目的，黄滔在《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中说：“天复元年(901年)辛酉，天子西巡歧汴，交兵京洛，顒顒我威武军节度使相府琅琊王王公祝天地鬼神，以至忠之诚，发大誓愿，于开元之寺造塔，建号‘寿山’，仍辅以经藏，乞车驾之还宫也。”​[44]​天复元年（901年），唐朝统治集团爆发了朝官与宦官之争，各自拉藩镇为后盾，宰相崔胤勾结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宦官韩全诲勾结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欲迎驾凤翔”，​[45]​各怀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韩全诲逼昭宗至凤翔依李茂贞，崔撒“促全忠以兵迎驾”，​[46]​至使双方交战，后李茂贞杀韩全海，向朱全忠交出昭宗皇帝。王审知正是在昭宗被挟持往凤翔之后建塔，以祈求昭宗平安返朝。
天祐元年（904年），王审知又在福州九仙山建定光塔。黄滔《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说：“以大孝之诚，发大誓愿，于兹九仙山造塔，建号‘定光’，仍辅以经藏，为先君司空先秦国太夫人、元昆故司空荐祉于幽阴也……释之西天谓之窣堵波，中华谓之塔……造之获无量无边功德……​[47]​可见其造定光塔是为亡父母及兄长荐冥福，而且也为自己积功德。除造塔外，王审知又在福州九仙山铸造巨型佛像。黄滔在《丈六金身碑》中说：“经云：作佛像之功德，斗量海以有尽，尘碎劫以无穷，至若青黛之画辟支，一金之补毗婆，戏为之而以草木，思见之而刻梅檀，其犹蜕现其生羽金其报。而况今乃俨至诚从灵感铜乎，万万金乎，千千虔鼓铸于神仙之山，卜贞吉于火土之数，其积功累德岂可以边以涯而言之哉？”​[48]​可见其铸佛像也是出于积无量功德。黄滔在《莆山灵岩寺碑铭》中说：“今仆射琅琊王公牧民之外，雅隆净土……”​[49]​就是说王审知推崇净土宗，难怪他对造塔铸佛像之类的事乐此不疲。同时也反映了唐末王审知执政期间福建净土宗的兴盛。
密宗  密宗是由梵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通一过翻译弘扬印度密教经典与教义而形成的一个宗派。由于唐玄宗的支持，密宗得以在全国流行。《宋高僧传》载：释神暄，福建建阳人，出家于婺州开元寺，“诵七佛俱胝神咒，昏晓不绝”。后居金华山北洞石穴，是位道行高深的密宗僧人。​[50]​至于福建境内，亦不乏密宗流行的记载。《三山志》云：福清灵石山灵石俱胝院，大中元年(847年)置，“先是唐武宗时，僧元修始庵于此，诵七俱胝咒治疾祟。后深入岩谷中，人以为遁去矣。有蔬甲泛流而下，乃沿源访而得之，再往则庐已虚矣！盖避会昌禁也。宣宗时出，诣阙贡金买山，始创精舍，名‘翠石院’，至是赐今额”。​[51]​《福清县志》“释俱胝”条与“灵石寺”条所载​[52]​与《三山志》基本相同。可见福清灵石山在唐武宗、宣宗时是密宗的道场。(P.113)
密宗供奉“五方佛”即正中摩诃毗庐遮那佛，左边东方香积世界阿閦佛、南方欢喜世界宝生佛，右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北方莲花世界成就佛。寺院供“五方佛”是密宗的仪轨。泉州开元寺正是供“五方佛”的。据《泉州开元寺志》载：“紫云大殿，唐垂拱二年僧匡护建……玄宗改额‘开元’，仍赐佛像，后毁。乾宁四年（897年），检校工部尚书王审邽重建，塑四像，中尊是先有御赐像。”​[53]​从而构成“五方佛”。据此推断，泉州开元寺至迟在乾宁初就流行密宗。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密宗经典，最初书写在丝帛制成的伞盖状物之上，供养于佛前。唐初以石仿造丝帛经幢，将上述佛经刻于其上。密宗创立后，石幢大流行。漳州保存一咸通四年(863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评其为“天下经幢第一”。惜此幢清以后屡次遭毁，现仅存残片。它是晚唐漳州流行密宗的见证。
虽然，密宗何时传入闽中不得而知。但以上所论表明，密宗在福建的传布不因会昌法难而终止，晚唐密宗在福建仍然流行。
至于三论宗是否传入闽中，有待史料的发现。唐中后期禅宗在福建日益兴盛，福建成为当时中国禅宗僧人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名僧辈出，师资承传脉络清晰，限于篇幅，且置不谈。
总而言之，隋唐佛教诸宗派大多在福建传布，但它们各自发展承传的轨迹如何，因史料欠缺，目前无法勾勒出。史学界大都认为，佛教在经受会昌法难之后，除禅宗、净土宗外，其余各宗派都衰微，而以上史实揭示：僻处东南沿海一隅的福建佛教在“唐武宗之厄”后许多宗派仍在传布。这一文化现象值得探讨。

(原刊于《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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